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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增温贡献最大的“非二”温室气体———甲烷（ＣＨ４）排放的准确核算，是制定减排政策与检

验减排效果的基础。 针对“自下而上”方法对煤矿 ＣＨ４排放量化的不足，本研究系统考虑山西省

晋城市某一示范煤矿区的地形、气象条件和基础设施分布，基于搭载了高精度温室气体分析仪的

走航监测平台，结合移动式与下风向静止式两种监测方法，利用 ＡＥＲＭＯＤ 大气扩散模型反演煤

矿 ＣＨ４排放强度，并获得重点排放源的 ＣＨ４排放因子。 结果表明，非生产状态下，单个风井排放

速率为 ７６３ ｋｇ ／ ｈ，比正常工况下的企业排放数据低了 １５．９％；在不考虑无组织排放的情况下，整
个园区的 ＣＨ４排放因子为 １５．０９ ｍ３ ／ ｔ，比“自下而上”清单低了 １４．３％，说明矿区工况对 ＣＨ４排放

起到较大影响。 煤矿园区的主要排放点源为 １ 个风井与 ２ 个抽放泵站排气口，而无组织排放源

为 ６ 个原煤仓；三者的排放因子呈现出递减变化，分别为 ８．６ ｍ３ ／ ｔ（４３％）、６．４９ ｍ３ ／ ｔ（３３％）和４．８７
ｍ３ ／ ｔ（２４％）。 传统的“自下而上”方法由于缺少对无组织排放源的考虑，即便在非生产状态下，
也会造成整个矿区甲烷排放近 ２４％的低估，而基于走航监测的甲烷核算方法能够弥补这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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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甲烷是具有强增温效应和短生命周期的温室

气体，其对全球增温的贡献仅次于二氧化碳［１－２］。
因此，减排甲烷对减缓全球变暖的效果十分显

著［３］。 瓦斯在煤中主要以吸附态和游离态存在，
其主要成分为甲烷［４］。 煤矿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

源之一［５－６］；从全球来看，煤矿贡献了甲烷排放的

１１％［５］。 中国是一个煤炭生产大国，煤矿开采造

成的甲烷排放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１％迅速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８％，且该比重仍在不断加大［７－８］。 精准量

化煤矿甲烷排放，是制定甲烷减排措施和评估减

排效果的基础。
国内煤矿园区对甲烷排放的核算主要通过

“自下而上”的排放因子法［９－１０］，基础统计数据不

同会使得不同排放清单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９］。
而且，“自下而上”排放清单往往低估了煤矿甲烷

的真实排放，尤其忽略了无组织排放部分［６， １１］。
除此之外，“自上而下”方法能够从不同时空尺度

进行排放核算，包括卫星遥感［１２］、飞机或无人机

观测［１３－１８］、走航监测［１７， １９， ２０］ 等；其中走航监测被

广泛运用于园区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２１－２４］。
然而对于煤矿甲烷排放，我国仍缺乏基于走航监

测的量化方法实践。
山西是我国的煤矿大省，２０２２ 年煤炭产量超

过 １３ 亿 ｔ，占全国产量近 １ ／ ３［２５］。 因此，基于山西

省某一示范煤矿区，结合走航监测平台和大气扩

散模型估算煤矿园区多种来源的甲烷排放，再与

“自下而上”排放清单数据进行对比，能对其他煤

矿园区的甲烷排放核算形成良好示范作用。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监测方案

本监测采用了 Ｐｉｃａｒｒｏ Ｇ２２０１－ｉ ＣＨ４ ＣＯ２及碳

同位素分析仪，测量原理是：光腔衰荡光谱技术

（ＣＲＤＳ）。 当激光打开时，脉冲激光进入由三面高

反射率反射镜构成的衰荡腔内，激光在镜片之间

来回反射而形成振荡，腔内气体的吸收作用导致

光信号的衰减；光电探测器通过检测其中一个反

射镜逸出的少量光强，获得腔内光信号的衰减情

况。 在镜片反射率已知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进

入腔内的气体浓度。 Ｐｉｃａｒｒｏ Ｇ２２０１－ｉ 设备 ＣＯ２量

程在 ３８０－２ ０００ ｐｐｍ（ｐｐｍ 为气体的体积浓度单

位，表示百万分之一，即 １０－６；下同），精度为 ２００
ｐｐｂ±０．０５％（ｐｐｂ 为气体的体积浓度单位，表示十

亿分之一，即 １０－９；下同）；而 ＣＨ４ 分两种测量模

式，会根据监测到的浓度水平进行自动切换。 在

高精度模式下，ＣＨ４量程在 １．８－１２ ｐｐｍ，测量精度

为 ５ ｐｐｂ±０．０５％，；在高量程模式下，ＣＨ４量程在 １０
－５００ ｐｐｍ，测量精度为 ５０ ｐｐｂ±０．０５％。 Ｐｉｃａｒｒｏ 监

测设备由主机、抽气泵、蓄电池（提供电源）、进气

管、取气探头和显示屏等组成（图 １）。

图 １　 Ｐｉｃａｒｒｏ 监测设备组成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ａｒｒ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将该分析仪固定在监测车上，取气探头置于

车顶（约 ３ ｍ），以尽量减少汽车尾气影响。 此外，
监测车配备了 ＧＰＳ 定位系统，可实时记录秒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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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信息；由于 Ｐｉｃａｒｒｏ 从采样进气到浓度显示存

在约 ２７ ｓ 的滞后时间，因此在将秒级浓度数据与

经纬度信息匹配的时候，修正了这一时间偏差。
在煤矿示范区监测中，采用移动式与静止式两种

监测方案。 通过在园区外围及内部移动走航，识
别出主要排放源位置；结合当天实时气象条件，寻
找能捕捉到浓度扩散信号的下风向位置；再通过

长时间定点监测方式，采集足够的浓度数据用于

排放量反演模型。
１．２　 ＡＥＲＭＯＤ 高斯扩散模型

ＡＥＲＭＯＤ 模型是基于高斯扩散原理、由美国

环保部（ＥＰＡ）与美国气象学会（ＡＭＳ）共同开发的

一款法规模型［２６］。 高斯扩散模式遵循以下四点

基本假设：１） ｘ 轴为下风向方向，垂直风向（即 ｙ
和 ｚ 轴）的气体浓度均满足正态分布；２）空间中风

速均匀稳定；３）源强连续均匀稳定；４）扩散过程中

污染物守恒，不转化［２７］。 ＣＨ４气体在大气中较为

稳定，基本不参与化学反应，可以采用高斯扩散模

式进行排放量化。 另外，在实际情况中，排放源有

一定高度，需要考虑地面对气体的反射，如公式

（１）所示。

Ｃ（ｘ，ｙ，ｚ；Ｈ） ＝ ∑
ｎ

ｉ ＝ １

ｑ
２πσｚｉσｙｉｕ

∗ｅｘｐ － １
２

ｙｉ

σｙｉ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ｅｘｐ － （ ｚ ＋ Ｈ） ２

２σ２
ｚ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式（１）中：Ｃ（ｘ，ｙ，ｚ；Ｈ）为在（ｘ，ｙ，ｚ）处测得的

ＣＨ４气体浓度，ｇ ／ ｍ３，由 ｎ 个排放源共同决定；ｘ 轴

和风向一致，ｙ、ｚ 轴和 ｘ 轴垂直。 ｚ 为固定在移动

监测车车顶取气管的高度，ｍ；Ｈ 为源排放高度，
ｍ；ｕ 是 ｘ 轴方向上的风速，ｍ ／ ｓ；ｑ 为单个排放源

的排放速率，ｇ ／ ｓ；σｚｉ和 σｙｉ为扩散系数，ｇ ／ ｍ３，即气

体浓度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标准差，与大气稳

定度和排放源到受体的距离有关。 在煤矿园区的

走航监测时段中，对采样浓度取 １０ ｍｉｎ 滑动平均，
以最小值作为背景浓度；其中下风向静止监测时

段内，以最大 １０ ｍｉｎ 滑动平均浓度与背景浓度的

差值作为模型输入，即可反算出排放源强度。
在本研究中采用 ＡＥＲＭＯＤ Ｖｉｅｗ 模型系统。

在前期的研究中，该模型被广泛用于煤油气行业、
小尺度的甲烷排放反演，比如油井、天然气压缩站

等［２０］；它的优势在于对复杂地形的处理以及对建

筑物下洗效应的刻画。 建筑物下洗效应指的是，
排出气体会在建筑物周围产生扰动，而在建筑物

底部地面形成浓度堆积的现象。 当排气口高度小

于 ２．５ 倍的建筑物高度时，需要考虑建筑物下洗

效应［２８］。 由于本研究的煤矿园区所处位置地形

复杂，单纯采用公式（１）难以对园区真实情况进行

建模；并且结合园区提供的建筑物高度数据，发现

满足 发 生 建 筑 物 下 洗 效 应 条 件， 因 此 采 用

ＡＥＲＭＯＤ Ｖｉｅｗ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由于 ＡＥＲＭＯＤ Ｖｉｅｗ 模拟的是 ＣＨ４ 小时级

（６０ ｍｉｎ）最大浓度，而在下风向静止监测计算得

到 １０ ｍｉｎ 最大浓度，因此在采用公式（２）计算排

放速率时需要考虑比例因子 Ｒ，Ｒ ＝ （６０ ／ １０） ０．２ ＝
１．４３［２０］。

Ｑｉ ＝
Ｑｉｍ·Ｃｏ

Ｃｍ·Ｒ
（２）

式（２）中：Ｑｉ 为第 ｉ 个排放源的实际排放速

率，ｇ ／ ｓ；Ｑｉｍ为事先假定的排放速率，ｇ ／ ｓ；Ｃｏ 为观

测的 １０ ｍｉｎ 最大浓度，ｇ ／ ｍ３；Ｃｍ 为模拟的小时最

大浓度，ｇ ／ ｍ３。
ＡＥＲＭＯＤ Ｖｉｅｗ 的处理步骤如下所示：
第一步，利用园区的高分影像地图确定排放

源、受体和建筑物位置，并输入模型所需参数，包
括建筑物及高度、排放源相关参数、背景浓度、受
体高度等；

第二步，利用 ＡＥＲＭＥＴ 进行气象数据预处

理；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逐

小时 ＥＲＡ５ 再分析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２５° ×
０．２５°），包括 ７００ ｈＰａ 到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之间各层（不少

于 １０ 层）气温、气压、位势高度、相对湿度、露点温

度（通过计算得到）、风向、风速、总云量，利用煤矿

的经纬度信息找到空间对应的格点数据；
第三步，输入高分辨率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高程

ＤＥＭ 数据，利用 ＡＥＲＭＡＰ 模块进行地形预处理；
第四步，利用 ＢＰＩＰ 模块进行建筑物下洗效应

模拟；
第五 步， 预 先 设 定 排 放 速 率 Ｑｉｍ， 利 用

ＡＥＲＭＯＤ 模块模拟园区 ＣＨ４浓度分布，以受体点

位的模拟浓度为约束条件：当 Ｃｍ≈Ｃｏ ／ Ｒ（误差在

０．０１ 以内）时，则认为此时 Ｑｉ ＝Ｑｍ。

２　 结　 　 果

２．１　 甲烷监测浓度分布

山西省晋城市某一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井田

面积 １０．８２ ｋｍ２，其煤炭保有储量 １１ １８７ 万 ｔ，年产

１２０ 万 ｔ，产品为无烟煤（俗称“香煤”）。 该煤矿园

区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工业广场、瓦斯抽放泵站

３



（包含瓦斯发电站）和风机房。 煤矿开采、储存和

运输活动都在工业广场进行，瓦斯抽放泵站配备

瓦斯发电站用于回收高浓度瓦斯，风机房通过风

机口正压不断向外排气，确保矿下通风状况良好。
由于监测当天正好为中元节，矿工放假，井下不生

产，因此对于工业广场，ＣＨ４排放可能来自于在用

的原煤仓（６ 个）与露天煤堆（１ 个）的无组织排

放，不存在煤炭在传送带输送或者由运煤车运输

产生的 ＣＨ４逸散；对于工业广场以外的区域，ＣＨ４

排放源为抽放泵站排气口（２ 个）及风机房风井（１
个）。 ８ 月 １２ 日的风向为东南偏南风，风速主要

为 ２．１～３．６ ｍ ／ ｓ，该煤矿整体浓度分布为北高南低

（图 ２）。 工业广场下风向位置 ＣＨ４瞬时最高浓度

为 ５．８ ｐｐｍ；而在瓦斯抽放泵站和风机房下风向位

置，ＣＨ４最高浓度达 ２２ ｐｐｍ。

图 ２　 某煤矿 ＣＨ４监测浓度空间分布（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星号代表下风向静止监测点位置）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Ｈ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ｎ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ｗｎｗｉ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２　 甲烷排放量反演结果

如图 ３ 所示，在盛行风向为东南偏南风的影

响下，模拟 ＣＨ４浓度等值线呈东南－西北向狭长带

状分布，整体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与观测（图
２）相同。 ＡＥＲＭＯＤ 模型反演得到风井排放速率

为 ２１２ ｇ ／ ｓ，与煤矿企业提供的排放数据（２５２ ｇ ／ ｓ）
较为接近，差异在 １６％以内；“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方法对 ＣＨ４ 排放估算结果的比率 （Ｋ） 为

０．８４。 经过多次模拟发现，风井对下风向 Ｐ２ 的浓

度升高起主导作用，而抽放泵站排气口没有任何

贡献。 由于该煤矿所处地势复杂，适合停车的 Ｐ２
点仅位于风井下风向位置，难以捕捉到抽放泵站

排气口的浓度信号。 因此，结合企业排放数据（９５
ｇ ／ ｓ）与比率 Ｋ，估算出单个抽放泵站排气口的排

放强度约为 ８０ ｇ ／ ｓ。 尽管 Ｐ１ 点同时处在原煤仓

与煤堆的下风向位置，但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其
浓度增加仅来自原煤仓的排放，而煤堆的影响几

乎可忽略不计。 这可能是因为露天煤堆长期暴露

于空气中，在煤炭不被移动的情况下，ＣＨ４排放微

乎其微。 来自单个原煤仓的无组织排放为 ２０ ｇ ／ ｓ
（即 ７２ ｋｇ ／ ｈ）；尽管该值低于单个风井（７６３ ｋｇ ／ ｈ）
或单个瓦斯抽放泵站排气口（２８８ ｋｇ ／ ｈ）的排放，
但结合园区原煤日产量（３ ０００ ｔ ／ ｄ）与设施个数之

后，三者的 ＣＨ４排放因子分别为 ４．８７ ｍ３ ／ ｔ（２４％）、
８．６ ｍ３ ／ ｔ（４３％）和 ６．４９ ｍ３ ／ ｔ（３３％），说明无组织排

放源对于整个煤矿园区 ＣＨ４ 排放贡献不可忽视

（表 １）。 在不考虑无组织排放的情况下，该煤矿

的 ＣＨ４排放因子为 １５． ０９ ｍ３ ／ ｔ，略低于“自下而

上”方法得到的晋城市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平均

水平（１７．５１ ｍ３ ／ ｔ） ［２９］，符合监测当天矿上处于放

假停工的实际情况。

图 ３　 某煤矿 ＣＨ４模拟浓度分布（Ｓ１－Ｓ３ 代表排放源位置，

星号 Ｐ１ 和 Ｐ２ 代表受体点位）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Ｈ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ｎ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Ｓ１－Ｓ３ ａｎｄ “★” （Ｐ１， Ｐ２）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表 １　 某煤矿 ＣＨ４排放源单个排放速率与总排放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排放源
单个排放

速率 ／ （ｋｇ·ｈ－１）
设施个数 ／ 个

总排放因子 ／

（ｍ３·ｔ－１）

风井 ７６３ １ ８．６

抽放泵站排气口 ２８８ ２ ６．４９

原煤仓 ７２ ６ ４．８７

３　 结　 　 论

本研究选取山西晋城某一煤炭与瓦斯突出矿

４



井，通过车载高精度 ＣＨ４分析仪进行现场监测，结
合大气扩散模型 ＡＥＲＭＯＤ，对煤矿园区主要排放

源进行量化与分析。 结果表明，非生产状态下，煤
矿园区主要排放源为风井、瓦斯抽放泵站排气口

与原煤仓（无组织排放源），单个设施的排放速率

分别为 ７６３ ｋｇ ／ ｈ、２８８ ｋｇ ／ ｈ 和 ７２ ｋｇ ／ ｈ；考虑设施

个数之后，园区生产 １ 吨原煤的 ＣＨ４排放因子为

１９．９６ ｍ３ ／ ｔ，１ 个风井、２ 个瓦斯抽放泵站排气口与

６ 个原煤仓则分别为 ８．６ ｍ３ ／ ｔ （ ４３％）、６．４９ ｍ３ ／ ｔ
（３３％）和 ４．８７ ｍ３ ／ ｔ（２４％），其中点源排放和无组

织排放的占比分别为 ７６％和 ２４％，表明无组织排

放对园区 ＣＨ４排放的贡献不可忽略。 在不考虑无

组织排放的情况下，基于走航监测获得的 ＣＨ４排

放因子约为 １５ ｍ３ ／ ｔ；该值比 “自下而上”清单数

据（１７．５１ ｍ３ ／ ｔ）低了 １４．３％，这是由于煤矿园区的

ＣＨ４排放由点源排放所主导，与矿区工况紧密相

关。 在矿区生产状态下，不仅地下煤矿开采过程

中会增加煤层气利用与回风瓦斯的 ＣＨ４逸散，工
业广场原煤仓煤炭的释放及运煤车的堆煤过程也

会造成更多的无组织排放。 此外，气象因子的变

化，会对大气扩散模型反演结果带来较大的不确

定性［２７， ３０］。 因此在后期研究中，应增加采样天

数，尽可能涵盖园区所有工况，并在不同气象条件

下积累大量实测数据，量化不同影响因子对基于

走航监测的 ＣＨ４排放核算方法带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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